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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摘要　 钱穆是 20 世纪中国学术史中对宋明理学颇为同情的学者,然而早期却以“考据派”面目

进入学界并得到认可。 抗战时期,学风因时局而发生汉、宋转变,“为学术而学术”的新汉学式微,以

家国天下为己任的理学地位上升。 随着学风的改变,钱穆个人对理学的认同更加清晰,并在齐鲁大

学国学所完成思考与转变。 在此期间,由于经世情怀的驱使,钱穆与政治人物多有接触,并发表许多

政论文章,直接表达政治主张。 他寻找中国存在的意义,为中国不会灭亡寻求文化原因,由史学研究

转向文化研究,对当时乃至后世学术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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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,是评价现代学术风格的一个重要标准,但在中国传统观念里,似
乎没有必要厘清政治与学术的关系。 在中国古代社会士人眼中,道统和政统有机联系而为一个整

体,修、齐、治、平是士人最崇高的信仰。 居庙堂之上抑或处江湖之远,都无法改变士人以天下为己

任的“家国情怀”。 晚清以降,科举废止,不仅改变了读书人的进身渠道,更改变了士人信任且习以

为常的政学关系。 在欧风美雨冲刷下,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变,西方学术的强势介入,促生了新型

的中国现代“知识分子”,而以“为学术而学术”为特点的新汉学典范一度成为了民国学术的主流。
需要指出的是,这种学术典范引申出一个学术的功能问题,即从事学术研究的意义何在? 很明显,
“为学术而学术”的观念,无法疏解时势日亟给读书人带来的焦虑。 如何处理好“进入学问”和“不

忘生民”的关系①,国运不济时,读书人如何安身立命? 这些问题的存在,为注重经世致用的宋明理

学提供了生存空间。
抗战时期,傅斯年的学生孙次舟曾告诉老师,有一股“理学救国”的新思潮出现。 这种风潮认为

新汉学沉缅于考证、辨伪,会损害“国族荣誉感”,降低历史研究的意义感和目的感②,受此影响,傅
斯年本人的学术取径也有所改变,由全然拒绝宋明理学到承认宋明理学有价值③。 学术风向的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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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与时代的巨变声息相通,而学人对时势、学风的因应呈现复杂多变的景象,有昨日研习今文经学,

今日服膺古文经学者;有昨日信而好古,今日激烈疑古者;有昨日预流汉学,今日笃信宋学者。 不仅

同一时段有不同甚至相左的治学理路,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也取向多变。 细察其中缘由,皆时

势使然。 钱穆治学风格的转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近代学术风气汉、宋嬗变的机会。 在学风由

考据向义理转变的情况下,以钱穆为代表的学人对政治问题加以关注和表述,从文化的角度探索民

族存亡的原因,思考如何为中国文化的生存开出新机,探讨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全面了解钱穆个人的

学术取向及民国学术转型的需要,也是当前学界无法回避的问题。

一、从汉学转向宋学

据钱基博的看法,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学界即喜用“新汉学”来称呼整理国故一派,以对应于同

时之提倡宋明理学者①。 钱穆初入学界之时便是“新汉学”勃兴之际,一个来自无锡的小学教员,能

够在北京的大学校园有立足之地,原因便是“在二、三十年代,钱穆以擅长考证见称于世” ②。 1928

年夏,钱穆“采梁氏《清代学术概论》大意”,撰写《国学概论》一书,其中第九章便把考证学作为清代

学术主线来叙述。 据柳存仁回忆,胡适在课堂上认为钱穆的《刘向歆父子年谱》 “考证谨严”,经常

向学生做义务宣传③。 1933 年钱穆为《古史辨》第四册写序时,充分肯定考证工作的重要性,认为

“非碎无以立通,碎非考据之终事,不足为考据病”,大力为考据辩护④。 钱穆作为局中之人,很清晰

地表明了近代中国学术的发展围绕着传统资源进行,汉、宋之争仍是近代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线

索。 我们从钱穆的学术履迹可以重新认识现代学术转型的复杂性。

事实上,真正奠定钱穆在学界地位的是 1935 年出版的《先秦诸子系年》,钱穆通过逐条考证先

秦诸子,集中回应古史辨运动以来的关于诸子争论的大问题。 随后的几部著述,像《周官著作时代

考》《周初地理考》《史记地名考》,都属于考证类的著作,具有鲜明的新汉学的风格。 钱穆曾回忆

云:“不意遭时风之变,世难之殷,而余之用心乃渐趋于史籍上,治史或考其年,或考其地。” ⑤因“时

风”的原因,钱穆以考据功夫为撰述,从《国学概论》到《史记地名考》大致反映了钱穆回应新汉学主

流典范的学思过程。

不过,钱穆虽用力于考据,但念念不忘的还是宋明理学。 在《师友杂忆》中,钱穆专章回忆了其

在齐鲁大学国学所的生活,并提到:“余本好宋明理学家言,而不喜清代乾嘉诸儒之为学”,“不喜”

不代表不用,后来钱穆曾与弟子余英时解释其中缘由:“此亦时代所限,无可奈何也” ⑥。

钱穆有言:“时代变,斯学术亦当随而变” ⑦。 综观钱穆的著述,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轨迹,便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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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期侧重考据、汉学,后期转向宋学,重视义理的阐释。 这一学风的转变,让钱穆回归了自己园地,

由潜流而成为大渊。 朱一新谓:“学之成就,视乎其时,非其时而语焉,莫之应也” ①。 钱穆以考据姿

态步入新汉学风气主导的学界,而后能分庭抗礼,在因缘际会之时,复兴宋明理学,进而能开出学术

发展的新机。 对此,钱穆自叙云:“数十年光阴浪掷,已如白驹之过隙,而幼年童真,犹往来于我心,

知天良之未泯。 自问薄有一得,莫匪宋明儒所赐。 顾三十以后,虽亦粗有撰述,终于宋明理学,未敢

轻有所论著。” ②严耕望对钱穆的学术流变有精彩分析,他认为:“盖自抗战之前,中国史学界以史语

所为代表之新考证学派声势最盛,无疑为史学主流;唯物论一派亦有相当吸引力。 先生虽以考证文

章崭露头角,为学林所重,由小学、中学教员十余年中跻身大学教授之林。 但先生民族文化意识特

强,在意境与方法论上,日渐强调通识,认为考证问题亦当以通识为依归,故与考证派分道扬镳,俨

然成为独树一帜、孤军奋斗的新学派” ③。 严耕望作为钱穆的弟子,无疑是钱穆学术的衣钵传人,亦

是其学术几经转变的解人。

钱穆在正式撰写《国史大纲》之前,本意是想仿照赵翼的《廿二史札记》做一札记体裁的著作,

在陈梦家的劝说下才发愿“为时代急迫需要计”写一部教科书式的中国通史④。 可见,从“札记”到

“通史”已经是明显的“权势转移”了。 以抗战军兴为节点,钱穆的学术因时势而变化,他曾回忆道:

“余自入蜀以来在思想与撰述上一新转变” ⑤,在钱穆的意识里,这种转变是越来越清晰的,其自

陈:“自《国史大纲》以前所为,乃属历史性论文。 仅为古人伸冤,作不平鸣,如此而已。 以后造论

著述,多属文化性,提倡复兴中国文化,或作中西文化比较,其开始转机,则当自为《思想与时代》

撰文始。 是余生平学问思想,先后转折一大要点所在” ⑥。 钱穆回忆在抗战时期,“于民国二十八

年,在云南宜良下寺、上寺写成《国史大纲》一书,又于民国三十年在四川成都赖家园续写《中国

文化史导论》一书” ⑦。 这本《导论》是钱穆转向文化研究的发端,其晚年仍念念不忘这一转向的

“因缘” ⑧ 。

1939 年夏天,顾颉刚担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(成都)的主任,首先聘任在西南联合大学任

教的钱穆一同前往。 钱穆答应顾颉刚的邀请,但需要请假一年离滇返苏州省亲。 一年后,钱穆到

达成都国学所任职,直到 1946 年离开成都,期间不仅在国学所从事研究和指导学生的工作,也曾

一度接替顾颉刚主持国学所。 钱穆接受顾颉刚的邀约,自然有学术上的抱负和担当。 他说:“夫

学问研讨,本属平世之业。 然兵杫流离,戎马仓皇之际,学术命脉,未尝无护持赓续之望” ,“此皆

亲睹夕阳,苦熬黄昏,于沉沉长夜中延此一脉,转此一机,而开有清以来之三百年学术之新运者

也” ⑨。 如何在民族存亡之际,不仅延续学术之命脉,更“开学术之新运”,钱穆与顾颉刚的谋划虽曲

同但不同调。 钱穆曾告诉顾颉刚:“弟与兄治学途径颇有相涉,而吾俩人才性所异,
 

则所得亦各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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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” ①。
顾颉刚与钱穆的分歧,可以看成汉、宋治学取径的不同。 这种不同也影响到指导学生方面,有

一次钱穆带着国学所的学生徒步去新都赏桂。 在途中,他告诉两位学生严耕望和钱树棠:“我们读

书人,立志总要远大,要成为领导社会、移风易俗的大师,这才是第一流学者;专守一隅,做的再好,
也只是第二流。” ②这里面除表达了对钱、严二位弟子的期许外,还包含两层意思:一个是“领导社

会,移风易俗”;一个是不专守一隅,“扩大范围”。 在此方面,陈寅恪与钱穆声气相通。 他在《陈垣

元西域人华化考序》中提到清代学术在史学方面“远不逮宋人” ③,表达对清代学术的不满,多少也

有对新汉学的不满,结合当时抗战的背景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蒙文通的胞弟蒙思明应钱穆的邀请到齐鲁大学国学所作演讲,对数十年来“谈史学的人,除考

据外,皆斥而不谈”的风气痛加针砭,把这种不事综合不谈思想的考据风气,归因于清代朴学的遗

风,另一方面又接受西洋考据学的余绪。 在演讲中,对胡适整理国故而引起的汉学风气的流行,进
行了严厉批评④。 此论当然得到了钱穆的认可。 钱穆曾评价张荫麟云:“学既博洽,而复关怀时事,
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为止。” ⑤所谓“学既博洽,而复关怀时事”,应该就是其认可执守的治学取向。

二、从“考据”转向“经世”

曾繁康在 1940 年《责善》第一卷第五期发表《中国现代史学界的检讨》一文,把史学界分为三

派:“考据学派”“唯物史观派”和“理学派” ⑥。 这篇文字已经注意到“理学”在当时时局下“复活”的

事实。 “理学派”强调学术的社会功能,对重大的政治问题能发表自己的看法,对未来的国家发展能

指示方向。 总之,对世道人心能有所影响,或者说对国家民族的未来表达一种关心,在民族存亡的

关口,自然容易由“没落”而“复活”。 钱穆称自己“鬓龄受书,于晚明知爱亭林,于晚清知爱湘乡,修
学致用,窃仰慕焉”,虽早有经世之心却“未尝敢轻援笔论当世事”,“国难以来,逃死后方,遂稍稍破

此戒。 譬如候虫之鸣,感于气变,不能自已。” ⑦“感于气变,不能自已”的不仅仅有钱穆。 从抗战前

傅斯年提出“书生何以报国”的时代命题,到胡适任驻美大使,陶希圣进入侍从室,都可以看出学人

感于世变而做出的调整(傅斯年本人也担任了国民政府参议)。
当然,面对国难,不止学人做出调整,国民党也调试着与学界的关系。 1942 年春天,蒋介石在

成都召见了钱穆。 交谈中,钱穆劝说蒋在抗战胜利后“退身下野,为中华民国首创一成功人物之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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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钱穆:《中国今日所需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》,载《思想与时代》1943 年第 18 期,第 12 页。
　 曾繁康:《中国现代史学界的检讨》,载《责善》第 1 卷第 5 期,1940 年。
　 钱穆:《文化与教育·序》,北京,三联书店,2009 年版,第 1 页。



样”,并且希望蒋能在“文化思想、学术教育上领导全国” ①。 其时,蒋介石有意提倡宋明理学,命“国

立编译馆”主编宋元明清四朝学案,并指定钱穆负责编撰《清儒学案》,同时邀请他去重庆的中央训

练团作演讲②。 胡厚宣曾回忆钱的这段经历,说钱穆有两篇文章“刊于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。 文章

被蒋介石看中,认为好,乃翻印出教所有军事院校必读。 蒋到成都华西医学院镶牙,特召见钱并吃

饭。 事后钱先生告,蒋请先生坐上座,并问你先生对政治有无兴趣。 钱答有,念书就为了学以致用。

蒋很高兴,称那我想办法” ③。

《思想与时代》杂志背后有陈布雷的背景,不仅陈会看,蒋介石因为陈布雷的安排也会看到。 所

以,杂志中的政论文章便有了些谏言的意味。 以钱穆的一篇《政治家与政治风度》来看,钱穆认为自

民国以来,“国人对政治只注视到制度与理论,而忽略了人物。 其对人物,又一向重视其才能与功

绩,而忽略了风度” ④。 风度的核心在于“政治家之精神与内心。 其德性之发露,学养之所辉照,断

断非凭借地位权利以争显其才能功绩于一时者所能相提并论” ⑤。 由政治能力、才华,进而关注到

政治风度,这种风度的本质,还是宋明理学家所言之“圣贤气象”,是一种“德性”。 钱穆将政治家理

想的风度概括为“尊贤”和“容众”,这种风度获得的办法就是政治家自身具有“开诚心,布公道”的

“德性”。 钱穆当然希望蒋介石能够看到这些文字并发生作用,可惜没有材料可以证明蒋介石看到

过,有没有影响也就无从得知了。

钱穆对未来之政治也是有期许的:“今天学甲国,明天学乙国,决不是中国的出路。 中国政治将

来的新出路,……我们定要能采取各国所长,配合自己国家实情,创造出一个适合于中国自己理论

的政治” ⑥。 除了期望未来中国走自己的政治道路外,钱穆更多地是从历史中寻找答案。

中国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形态? 这是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核心问题。 就背后的

动机而言,是出于回答“中国将往何处去”的现实关怀⑦。 大致而言学界基本继承了晚清革命派的

主张,认为“我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,皆封建社会之历史耳,虽至于今犹然,一切病痛尽在是矣” ⑧。

中国朝野普遍接受进化论思想,欲为中国谋以光明的明天,自然会建构一个黑暗的昨日,要不然,改

革或革命便会无的放矢。 但是学术研究毕竟不同于政治宣传,如钱穆所说:“国人懒于寻国史之真,

勇于据他人之说,另有存心,借为宣传,可以勿论。 若因而信之,谓国史真相在是,因而肆意破坏,轻

言改革,则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在矣。” ⑨钱穆认为传统中国非封建社会,这在《国史大纲》中俯拾皆

是。 “中国已往政制,尽可有君主,无立宪,而非专制。 中国已往社会,亦尽可非封建,非工商,而自

成一格”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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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在教育部召开的会议上的讲辞刊登在报纸上,蒋介石看到后便试图联系召见,并在 1942 年秋天两次在成都召见,
参见钱穆:《八十忆双亲·师友杂忆》,第 243 页。

　 钱穆:《八十忆双亲·师友杂忆》,第 246 页。
　 胡厚宣:《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回忆点滴》,载《中国文化》总第 14 期,1996 年 12 月。

　 钱穆:《政治家与政治风度》,载《思想与时代》第 10 期,1942 年 5 月,第 15,1 页。
　 钱穆:《中国历史精神》,北京,九州出版社,2012 年版,第 41 页。
　 参见陈峰:《民国史学的转折———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(1927—1937)》,济南,山东大学出版社,2010 年版。
　 谭嗣同:《仁学》,蔡尚思、方行编:《谭嗣同全集》,北京,中华书局,1981 年版,第 337 页。

　 钱穆:《国史大纲》,北京,商务印书馆,1994 年版,第 21,22 页。



钱穆把负有文化使命的“士”阶层,作为中国历史进步、社会变革和民族存续的希望所在,他坚

持认为“中国最近将来,其果能得救与否,责任仍是在一辈社会的中层智识分子,即是历史上一脉相

传的所谓士人身上。” ①在中国“仕学合一”的传统中,学术和政治是高度绾合的。 中国社会到底应

如何定性? 钱穆最终总结中国历史的脉络提出了“四民社会” ②说。 钱穆明确反对以“封建社会”概

括中国的传统社会,反对以“专制”两字作为传统政治体制的特点。

当然,钱穆并不否认中国历史上有一个“迹近专制的王室”,也承认元、清“两朝政制,更趋于专

制黑暗” ③。 在《国史大纲》中,钱穆更曾指出明代是“君主独裁” ④。 但他断定传统的儒家政治即是

“民主”,认为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,中国行政官吏的选拔早已通过科举制度而建立了客观公正的标

准,既非任何一个特权阶级所能把持,也不是皇帝个人所能任意指派的⑤。 在这个意义上,他自然

无法接受“封建”和“专制”那种过于简单的标签,这也是对中国历史表一种“温情与敬意”。 钱穆对

流行的“君主专制”说的批驳,引起争论是很自然的事。

钱穆的关注点还是在当下,他认为“本来中国传统文化教育,要一辈从事政治活动者,先在其内

心具有一种自动负责服务的道德修养,而现在则付之阙如” ⑥。 1941 年 7 月,钱穆在一次报告中讲

道:“我常听人说,中国自秦汉以来二千年的政体,是一个君主专制黑暗的政体。 这明明是一句历史

的叙述,但却绝不是历史的真相” ⑦。 在一个普遍认为中国历史是专制政体的时候,钱穆从中国的

历史脉络出发展开思考,不管结论正确与否,都是一种“从中国发现历史”的努力。

梁漱溟在看完钱穆的《政学私言》后,认为“私言”其实是“为政治协商会议进言”的“公言”,钱

穆虽做出“书生议政,仅负言责”的回应,但已经敏感地认识到:“若俟政治协商会议有成果,则河清

难矣,恐仅幻想耳” ⑧。 士人乃中国传统社会的重心所在,肩负着政治责任、领导社会、淳化风俗和

提供可仿效的榜样等功能。 钱穆在有意无意中传承了中国思想史上的悠久传统,传统士人“以澄清

天下为己任”的意识,被钱穆解释为一种“学治”的思想,他认为:“学治之精义,在能以学术指导政

治,运用政治以达学术之所祈向,为求跻此,故学术必先独立于政治之外,不受政治之干预与支配,

学术有自由而后政治有向导。 学术者乃政治之灵魂而非工具,惟其如此,乃富于学治之精义” ⑨。

在“学治”思想的逻辑里,学问思想自然能发挥领导社会、指导政治的功效。 钱穆以此作为理解中国

历史的一把“钥匙”,他认为学术应该领导政治,自然是认为“道统”高于“治统”,此观点后经其弟子

余英时发挥,成为理解士人文化的核心观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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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钱穆:《如何研究中国史》,载《历史教育》第 1 期,1937 年,收入蒋大椿主编:《史学探渊———中国近代史学

理论文编》,长春,吉林教育出版社,1991 年版,第 808 页。
　⑥　 钱穆:《国史新论》,北京,三联书店,2001 年版,第 45,102 页。
　 钱穆:《政学私言》,北京,九州出版社,2010 年版,第 12 页。
　 钱穆:《国史大纲》,第 666 页。
　 余英时:《钱穆与新儒家》,收入氏著《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》,桂林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6 年版,

第 43 页。
　 钱穆:《文化与教育》,北京,九州出版社,2009 年版,第 87 页。
　 钱穆:《八十忆双亲·师友杂忆》,第 254-255 页。
　 钱穆:《学统与治统》,载《东方杂志》第 41 卷第 15 期,1945 年 8 月,第 6 页。
　 参见余英时:《士与中国文化》,上海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7 年版。



三、从史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

钱穆曾多次提到:“自能独立思考以来,便为一个最大的问题所困扰,即中国会不会亡?” ①具体

而论,钱穆的“政治见解”和对现实的关怀,背后都存有一个文化的大问题。 钱穆早年受梁启超《中

国不亡论》的感召,把“救国保种”视为第一要义②。 面对民族存续的困局,钱穆决心阐释中国历史

文化的精义,“解决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之一大问题” ③,在本土文化中寻找未来生发的根由。
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。 如何为这个民族的存续去奋斗? 为什么这个民族

的历史文化值得保存? 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价值如何,意义为何? 基于这些问题的探讨,尤其是

“寄寓着强烈的时代关怀” ④,钱穆由历史转向文化研究⑤。 1941 年冬天,钱穆在重庆中央训练团做

了题为《中国文化传统之演变》的演讲,提出一些文化概念的界定、文化研究的方法、中国文化四期

说、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等⑥。 后来钱穆自述这篇演讲是《中国文化史导论》的总纲领⑦。 随后

钱穆把对文化问题思考的具体内容陆续刊登在《思想与时代》杂志上。 这些文章,基本形成了钱穆

以后文化学研究的格局。
什么是文化? 什么是文明? 非常巧合的是,德国的诺贝特·埃利亚斯与钱穆大约同时在东西

方世界都提出同样的命题。 埃利亚斯的社会学名著《文明的进程》在 1939 年正式出版,主要从辨析

“文明”与“文化”的涵义来探讨“文明产生的社会根源” ⑧。 钱穆则认为:“文化是指人类的生活;人
类各方面各种各样的生活总括汇合起来,就叫它做文化”,因此“所谓文化,必定有一段时间上的绵

延精神”,换言之,“凡文化,必有它的传统的历史意义” ⑨。

与梁漱溟在 1922 年出版的名著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立意不同,钱穆认为:“中国文化问题,实
为一极当深究之历史问题” 。 他进一步指出,“近人讨论文化,多从哲学着眼,但哲学亦待历史作

解释批评。 真要具体认识文化,莫如根据历史。 忽略了历史,文化真面目无从认识,而哲学亦成一

番空论” 。 钱穆认为:“欲治一民族一国家之文化,主要即在其历史。 昧忽其历史实迹,则一切皆

落于虚谈” 。 研究历史最应注意的是:“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,历史乃其外表,文化

则是其内容” 。
关于中西文化的差异,一直是近代学人重点关注的领域。 在后来结集出版的《中国文化史导

论》中,钱穆自述其书主要讨论的是“中西文化异同问题”,是“中国文化有系统之著作”,并自述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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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余英时:《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》,桂林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6 年版,第 18 页。
　 钱穆:《国学概论》,北京,商务印书馆,1997 年版,第 176 页。
　 钱穆:《八十忆双亲·师友杂忆》,第 145 页。
　 钱穆:《纪念张晓峰吾友》,收入《钱宾四先生全集》第 51 册,第 412 页。
　 关于钱穆文化学的专门研究可参见梁淑芳:《钱穆文化学研究》,台北,文津出版社,2008 年版。
　 此文收入钱穆:《国史新论》,第 307—330 页。
　⑨　 钱穆:《中国文化史导论》,北京,商务出版社,1994 年版,第 256,231 页。
　 诺贝特·埃利亚斯:《文明的进程》,王佩莉、袁志英译,上海,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3 年版,第 1-49 页。
　 钱穆:《中国文化史导论》,台北,正中书局,1951 年版,第 5 页。
　 钱穆:《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史学》,收入《中国学术通义》,北京,九州出版社,2012 年版,第 123 页。
　 钱穆:《中国学术通义·序》,北京,九州出版社,2012 年版,第 6 页。
　 钱穆:《中国历史研究法·序》,北京,三联书店,2001 年版,第 1 页。



于以下信念写成:
一、“文明”、“文化”皆指人群生活言。 文明可传播与接受,文化则必由群体内部精神

累积而产生。 二、人类文化大别不外游牧、农耕、商业三类型。 游牧、商业型起于内不足、
需向外寻求,文化特性常为侵略的。 农耕型可自给,无事外求,文化特性常为和平的。 三、
人类文化终必以和平为本,故领导者必以大型农国是赖。 四、中国为举世农耕和平文化最

优秀之代表,绵延五千年之久,若能配合新科技之装备,而依然保有深度之安足感,则于世

界人类文化和平必有大贡献。 五、欲改进中国,使中国人回头认识自己以往文化真相,则
为绝要一项目。 六、除却历史,无从谈文化。 故应从全部历史之客观方面来指陈中国文化

之真相。①

在中西文化的融合方面,钱穆在《中西接触与中国文化更新》中提到西学东渐后,关心中国文化

的人都要注意两个问题:一是如何赶快学到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,二是如果学到了欧美西方文

化的富强力量,而不把自己传统文化丧失,换言之,“即是如何再吸收融合西方文化而使中国传统文

化更光辉与更充实。 若第一问题不解决,中国的国家民族根本不存在;若第二问题不解决,则中国

国家民族虽得存在,而中国传统文化则仍失其存在” ②。 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挑战,中国文化自然

需要进行调整,即钱穆所谓“更生之变”,但是更新的动力必须来自中国文化系统的内部。 总之,钱
穆认为“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,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,常愿接受而消化之,把外面的新材料,来
营养自己的旧传统。 中国人常抱着一个‘天人合一’的大理想,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

值,都可融会协调,和凝为一。 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” ③。
的确,对西方文化并不能一概排斥,因为中西两种文化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,“东方中华文化

偏在历史与艺术的右半圈,而西方欧洲文化则偏在宗教与科学的左半圈”,东西方互相学习,方可

“交融互益”,而东方人应从“西方纯科学的精神上来学科学” ④。 在《中国文化史导论》中,钱穆对

中国文化融合精神有精彩的分析,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仍有意义,特引述之:
中国文化是一向偏重在人文科学的,他注重具体的综括,不注重抽象的推概。 惟其注

重综括,所以常留着余地,好容新的事象与新的物变之随时参加。 中国人一向心习之长处

在此,所以能宽廊,能圆融,能吸收,能变通。 若我们认为人文科学演进可以利用自然科

学,可以驾驭自然科学,则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容得进近代西方之科学发明,这是不成问

题的。 不仅可以容受,应该还能融化能开新。 这是我们对于面临的最近中国新文化时期

之前途的希望。⑤

钱穆所受史宾格勒的影响,主要来自两个观点:一是有关“民族”、“文化”、“历史”三者之间的

“形态学联系”;一是具体将文化分为“农业文化形态”、“游牧文化形态”、“商业文化形态” ⑥。 钱穆

曾批评有些学者受史宾格勒文化理论的影响,主张中国文化已经经历数次循环,非同一文化之延续

者,实因为未掌握中国文化内之真精神与真面目⑦。 总之,钱穆认为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,中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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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
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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⑦

　 钱穆:《中国文化史导论·修订版序》,北京,商务印书馆,2003 年版,第 1 页。
　 钱穆:《中西接触与文化更新》,《中国文化史导论》,台北,正中书局,1951 年版,第 162 页。
　⑤　 钱穆:《中国文化史导论》,台北,正中书局,1951 年版,第 162,180 页。
　 钱穆:《两种人生观之交替与中和》,载《思想与时代》1941 年第 1 期。
　 戴景贤:《钱宾四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》,上海,东方出版中心,2016 年版,第 213 页。
　 钱穆:《文化学大义》,北京,九州出版社,2012 年版,第 69-71 页。



文化是独特的,不仅不会灭亡,未来更会走一条自己的道路。 钱穆对中国历史文化坚定不移的拥护

立场及乐观精神,象征着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和不畏强暴的民族尊严,在中华民族奋起抵抗侵略的

路上,这种充满激情的“感知”,必定对这个民族随后的历史起着重大的影响作用。 正如韦政通看到

的:“在抗日时期,对宏扬传统文化,发扬民族精神,(钱穆先生)居功甚伟” ①。

四、结　 语

近代中国经历着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,其中,抗战时期为“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转变关头”,是
“一个赫然在望的新时代” ②。 王汎森在论述钱穆与民国学风时留意到: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抗战时

期,刻意要提出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之特殊性,至此,钱氏似已脱离旧辙,要以一个新的体系来对

抗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体系。 决裂之后的钱穆,再度成为荒野中的英雄,他逐渐脱离考证,转向心性

义理之学,转向历史文化的大论述,希望从传统历史文化中寻得一种通解,并为实现指出一个确当

的方向” ③。 我们选取抗战时期钱穆的学术转变,通过具体分析他的所思所想、所作所为来尽可能

理解钱穆那一代学人的学思历程,促使进一步来思考,面对时代提出的问题,当代中国学人该如何

回答? 基于现实的关怀,钱穆分析中国社会的形态,认为中国传统社会非封建非专制,既不认可晚

清以来形成的成说,又不同于唯物史观派以西方模式来考察中国。 从中国历史的自身出发,从而得

出中国的答案,对当今学界摆脱“西方中心观”和“在中国发现历史”仍有启发意义。
傅斯年在回首往事时称,七七事变之前是中国学术界的“黄金时代”,文史学界“颇有乾嘉之

盛” ④。 而钱穆则从“领导社会,移风易俗”的角度看这段岁月,认为以“学术与时代脱节”一句话来

形容最贴切⑤。 钱穆在抗战时期的学术转变奠定了其以后的学术走向,其中对宋明理学的关注成

为其一生的学术追求。 他以理学为中国文化的骨干精神,并孜孜以求中国文化的现代命运,重振儒

家精神,钱穆的这种转变发生于中国文化存亡之关键时刻,值得多加注意。 钱穆接受士人传统的教

育,也努力成为一个“现代中国的士”,在没有功名追求的情况下,能够在“传统向现代”的转型中安

身立命,对中国传统文化表一种温情与敬意,亦能在特殊的时期促使理学复兴并发一种光辉。 需要

指出的是,“中国走向何处去”的答案仍在追索之中,但幸运的是,我们隐约看到了途辙,正如钱穆所

说:“余对国家民族前途素抱坚定之乐观,只望国人能一回顾,则四千年历史文化朗在目前。 苟有认

识,迷途知返,自有生机” ⑥。 当代中国学人于此应有所体悟,亦是对钱穆先生毕生探索的最大

报偿。
(责任编辑:公　 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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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韦政通:《现代中国儒家的挫折与复兴》,收入《儒家与现代中国》,上海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90 年版,第
183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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